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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 传统经验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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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基层社会的整合而言，我们的历史能够提供的，主要是两种经验———基于原初
的血缘、地缘特征结成的社会纽带; 基于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特征形成的社会纽带。前者有
相当强的局部性和分割性，其亲疏有别的个人关系规则很难在公共社会中发挥作用; 而后者

的被动性连接方式，妨碍了经由社会成员自主选择建立的主动认同和归属。所以，社会整合
“事”虽在基层行动领域，“理”却在宏观结构领域，它看起来是求诸管理之道，实质上是探寻
社会成员共享的利益及价值的协调机制，关键是公共制度建设。这一机制依赖于人们的选择
性认同，如果传统经验不需面对公共选择，就难以给今天异质社会的整合问题提供现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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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 30 年的“热恋”经济成长后，提
出“社会建设”虽不能说及时，但的确点到了问
题的关键。从管理者的角度看，社会建设的目
标是重建基层管理秩序; 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对

抗社会溃败，首先需要了解社会整合失败的原

因，这关乎社会建设的方向。然而，在紧迫的现
实下，可能容不得时间停顿在争辩上。那么，如
何辨别“社会建设”的原则和理由? 不妨先来
看人类不同社会秩序的经验———它们的目标是
什么，基于什么纽带形成，又导致什么后果; 再

去反思这些经验和知识能够给今天的行动带来

何种启示。

一

社会学对社会整合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
这一领域关注的重心是社会成员因何达成内聚

( 或称团结) ，并可以顺利协调相互的行为。政
治社会学曾经指出，有五个因素影响着社会秩序

构成，他们自然是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要素:

( 1) 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体系; ( 2) 社会规范; ( 3)
权力和权威; ( 4) 社会组织; ( 5) 社会互动网络。
在促成整合方面，上述因素各自的作用是:

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有助于降低认同分歧，

减少协调成本，增进社会共识; 社会规范对行为

设置限制，人们通过社会化实践，学习这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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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了解社会中他人的要求，从而主动调整自我

的行为满足社会期待，以期得到正面的肯定和

接纳; 权威产生承认和一致的效果，而在分歧加

剧、冲突激烈的时期，通过威慑和强制权力可以
促进社会服从; 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于增强互动

和互赖，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组织化，使社会

成员形成分工性依赖，“需要他人并被他人需
要”将人们间接联系起来，通过合作而彼此连
接; 社会网络提供信任、安全、合作等社会资本，
结果是促进广泛的团结和内聚。［1］

这五个方面虽然具有启发性，但在具体问

题的解决上帮助不大。原因在于，在世界各地，
价值体系、规范、权威、社会组织和网络，都存在
不同的性质类别，它们不仅对于整合的作用不

同———正面负面的都有，而且伴随社会变迁处
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解答具体社会的整合问
题，需要基于其自身的历史经验。

二

社会学者观察到，在不同社会存在的“共
同体”和“初级社会群体”中，可以发现群体凝
聚天然的纽带。但小团体的整合不同于大社会
的整合。为了寻找不同的秩序黏合剂，早期社
会学者的普遍做法，是把传统的群体形式与

“现代社会”进行对比，探索它们在社会连接上
的差别，于是就有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基于
血缘和基于分工、排斥性群体和包容性群体、特
殊主义和普遍主义规则等知识性结果。费孝通
先生曾经用“差序格局”概念定义了传统中国
的社会关系，也是对比研究的范例。不同寻常
的是，这些对比几乎都包含着一种暗示: 怀疑传

统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能够解决现代大社

会的整合问题。个中理由，不仅在于社会的规
模扩展了，更关键的是社会成员的自主性、异质
性、依赖性及流动性变化了，他们之间的社会关
系因此与传统共同体有别。
今天我们关心的整合问题，自然不是什么

小团体的内聚，而是大社会的凝结一体。可是
这方面的看法一直处于严重分歧中。一些学者
坚称，传统群体不适合现代社会，因为依附于个

人化的支配关系，将阻滞劳动力和资源的自由

流动以及集约化生产的发生［2］，结果导致非亲

属和非地缘的“次级团体”缺乏，这一结构无法
使中国人在更大的目标、更大的社会舞台上内
聚，把个人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3］( P206、231) 另一
些学者认为，传统道德和社会群体结构的毁坏

使社会陷入失范［4］，个体化发展对整体生存伦

理的破坏，是大量冲突产生的根源。而人们最
为熟知的宗族、家族和村社，不是以个人、而是
以团体为中心的关系体系。它以共同生存和安
全为中心原则，承认每个人的生存权，并通过互

惠交换的方式实现之，人们交换财富以帮助需

要者，造就了一种均等化并互相依赖的集体，也

带来了社会安全和安定。［5］

这些分歧实际上隐藏着目标排序的差别。
发展优先者，视共同体生活为妨碍性组织，主张

建设现代秩序。他们相信，以理性为指导的、自
身利益牵引下的行动准则，将导致市场社会的

分工、互赖与合作秩序。［6］生活方式优先者，视
发展为破坏性力量，主张传统伦理和关系回归，

他们力求恢复历史经验中的整合资源。比如有
关中国的，可以找到家庭主义原则［7］，非正式

社会联系中的社会资本［8］，基层传统权威( 老

人协会) ［9］( PP1057-1078)。上述两种目标，实际上追
求的是不同的社会秩序，而且建设其一，则伤害

其二。为何它们互相伤害? 原因在于，作为两
种秩序根基的组织和行为原则不同。

三

坦率地说，上述两种设想，在今天中国的现

实下都面临着棘手问题: 对于前者，中国的市场

经济改革虽然促进了经济分工与合作，但却未

同时自动地促进社会整合，人们看到分歧和冲

突加剧，社会对立日益吞噬着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些冲突甚至导致反对发展的力量聚集; 对于

后者，传统组织往往是在现代组织失灵的领域

或者较局部且同质性的范围中发挥作用，面对

一个性质不同的社会，传统纽带亲疏有别的特

殊主义性质，怎样扩展到陌生人社会，发挥一视

同仁的普遍原则作用，至今还是未解的难题。
环顾我们的社会不难发现，初期群体的团

结纽带，难以在更大的、陌生的、流动的、异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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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社会中也成为团结纽带。情况往往相反，
越是内聚紧密的群体，基于强烈的边界差异和

认同归属感，在更大的“社会”中相处时，他们
之间的冲突越是常见。不仅传统的内聚形式比
如基于血缘、文化和地域特征的家族、宗族、种
族以及民族之间的相处存在这种状况，晚近的

所谓“次级群体”之社会整合组织比如俱乐部、
社团、阶级和政党之间的相处同样存在这种情
况。因此，上述棘手问题，不仅是现实的，更具
有知识上的意义: 是否能够将人类早期的经

验———初期群体的整合方式———用于变迁之后
更大的社会整合? 如果分工带来的经济互赖难

于转化为社会整合，那么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整

合依靠什么连接纽带? 根据是什么? 这些问题

不回答，社会建设的理由和方向就不明。
怎样使社会保持竞争的活力，但又不至于

让分裂和冲突毁掉我们的生活，人类必须探求

共处和共生之道。笔者认为，这正是现代社会
整合在知识上面临的基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
说，当代政治哲学关心的“公共理性”，当代政
治经济学关注的“公共选择”、“原则政治和利
益政治”，当代社会理论讨论的“复杂社会”，都
是从不同的角度回应这一问题。

四

探究这个问题，我们有哪些经验可以依赖?

先看传统中国。学者发现，历史中国事实
上有着两个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 一个是官治

领域，以国家为权威中心，但对于基层社会而

言，国家的整合意义多是文化象征性的; 另一个

则更具有实质性，因为它行使着实际的管辖权

力，这就是基础层次上存在的地方体———以士
绅为中心的基层权威。经过多年的实践，这两
种秩序在各自的领域中，形成了各自的权威中

心，并学会了小心避免触及他人领地。这一惯
例，实际上在两种秩序中间形成了隔层。因此
可以说，建立于多种局部地方体上的国家政治

制度，为广泛的社会整合提供的基础，主要是文

化意义上的，而结构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具
体的管治，则事实上在地方体的层次上完

成。［10］甚至在治理的规则方面，国家也未能实

际推行统一的管治标准，而是任由地方根据惯

例掌断。在国家抽象原则下的“因地制宜”，一
向是正当合法的，国家总是通过而不是企图取

代地方权威治理基层社会。而在地方范围里，
尤其在它的基础结构层，地方权威替代了国家

所不能完成的局部整合作用。［11］( 第一章)

这些局部的社会整合，以绅士长老为权威形

式，以宗族、家族或地域关系网络为基本结构，显
示出强关系、文化认同、族长权威和高密度来往
等特点［12］，基于原初之与生俱来的纽带———血
缘、同亲、邻里、地缘和种族连接———内聚效果较
强。但是这一传统不仅在过往的国家政权建设
中，一直处于衰落之中，而且它的行为原则、边界
责任和信用体系的特殊主义，无法克服局部性、
纵向分离性和横向隔绝性的特点，因而难以在结

成更大的社会连接方面发挥纽带作用。［13］

再看现代中国。另一种值得注意的传统，
是 1949 年以来经由政治变动和经济建设进程
完成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再组织化。随着工业
和农业区域及生产单位的形成，社会成员被划

分在生产性社区或者行政村中统一管理，他们

被组织进整体公共系统，形成上下隶属的纵向

依赖关系，社会停止了自然组织化。这种结构
的特点是一致性强，内聚的纽带是集体化的生

产和资源( 包含福利) 较均等的再分配。而今
天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单一的集体化生产和再分

配权力格局，虽然它们并未完全消失，但是居住

区的选择，劳动力和资源的大范围流动，以及市

场分配机制的出现，日益瓦解着统一的、经由单
位的社会管理系统，上述纽带的作用式微。更
重要的是，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意识和自组织

能力，在被动依赖的结构中停滞生长，结果使社

会分散加剧。这一点，在遭遇生存困境时刻，比
如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时期，看得尤为清楚。
综上，对于基层社会的整合而言，我们的历

史能够提供的主要是两种经验———基于原初的
血缘、地缘特征结成的社会纽带，基于集体化生
产和再分配特征形成的社会纽带。前者有相当
强的局部性和分割性，其亲疏有别、基于个人关
系的规则很难在公共社会中施展作用，而后者

的被动性连接方式，妨碍经由社会成员的选择

而建立的主动认同和归属。所以，社会学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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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抱有明显的矛盾态度有其根由: 一方面，传

统经验熟悉且容易使用; 另一方面，指望它们承

担起当今社会整合的复杂任务，颇为困难。

五

那么，他人的经验有何启示?

在世界范围内，基层领域的社会建设主要

曾在以下意义上使用:

1． 作为社会资本的重建方案。它的中心
点是提倡公民德行和道德义务，以对抗个体权

利膨胀带来的社会解体问题，所以行动目标放

在恢复人际信任和社会联系上。社群主义者认
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联系越来越少，社会

资本正在消失，信任、规范和网络都在弱化。而
社群建设可以增进社会资本———它由社会成员
共享，通过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连接，并可能

间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在这个意义上，社群
重建意在恢复基层社会的公共生活，对抗社会

解体或分裂: 一些团体日益边缘化、被动化，基
层民众难以像从前那样，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来

建立认同、归属和忠诚，分享公共道德、责任和
价值。［14］因此，再建基层的社会联系和公共生
活，成为在美国社会从事“社区发展”的主
题，［15］( PP57-65) 它鼓励公民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

己的事情。人们相信，完全可能通过公民自治、
自约和自我监督，解决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公共

利益共享问题，在很多情况下，社区自我管理的

效果并不亚于市场或政府。［16］

2． 作为政治竞争的反贫困方案。英国的
社区建设和党派活动关系密切，社区发展的具

体计划一直受到不同政治派别意识形态的影

响，呈现出分歧的画面。比如，对于政治右翼而
言，社区建设的目标在于确定国家行为的边界，

保障个体自由不受干涉; 而对于政治左翼而言，

社区建设的目标在于帮助贫困群体增强自身力

量，保证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享受平等自

由的权利。［17］( PP2-17) 在英国各地，相当多的地方
市政局制定了反贫困计划，力图通过国家的经

济社会政策，克服地方贫困的蔓延。工党运用
这些反贫困计划来争取民众，反对保守党政府

的政策。但反贫困主题并非鼓励依赖行为，而

是建设当事人的主动性: 通过启动志愿服务、社
会自助、民主参与社区发展决策，依靠公民力量
展开社会救助。因而行动主角是居住者，社区
机构的性质则是服务性的。
毫无疑问，这些建设重点是在满足普通人的

多元需求，具有巩固基础秩序的作用，它们的生

命力来自受益者———居民本身。社会建设意味
着社会进步运动。对照中国经验，它们促成社会
内聚的纽带是什么呢? 似乎并不是血缘地缘同

宗同族等原初特征，也不是集体化生产和再分

配，而是社会成员共享利益和共享价值的再建，

比如平等、自助、自主和共担。这些价值被人们
认同的原因是，它们同时也符合居民的个体利

益，和他人共享的利益使个人与公共社会联系起

来。所以，参与、沟通有利于寻求共享利益，形成
公共认同，巩固社会团结。共享利益和价值是公
共利益和价值的来源，当个人利益和共享利益相

交、个人价值和共享价值相交时，人们就认同公
共利益和价值，因为这么做可以保护个人利益和

价值。为此，人们愿意了解他人、主动调节相互
间的利益分歧，甚至退让和妥协，来维护共享的

利益。这自然有利于达致社会整合。如果公共
利益和个体利益是脱节乃至对立的，人们不仅不

会认同，甚至可能对抗这样的公共利益。在这样
的情境下，社会冲突难以避免。是故，社会建设
乃公共制度建设，使之发挥通畅协调公共利益和

多元个体利益的功能，对于社会整合甚为关键。
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利益和价值的具体内容

有别，但是社会建设是否能成功的逻辑无异: 它

实际上取决于基层民众的需要，而这需要又取决

于个体利益和共享利益的契合。由于个体需要
有差异，而且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因此，

现代社会的整合无法绕开个体利益的选择和协

调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的社会表现不同，但性
质无异。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整合“事”虽在基层行

动领域，“理”却在宏观结构领域，它看起来是寻
求管理之道，实质上是探寻社会共享利益和共享

价值的建立和协调机制。共享利益和价值依赖
于人们的选择性认同，而不是研究者的设计。如
果传统经验提供的纽带不需面对公共选择，就难

以给今天异质社会的整合问题提供现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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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是当前社会建设面临的首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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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struction: Tradi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ZHANG Ji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Can social construction distill experience from tradi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our history is capable of
providing two modes of experience: social bonds based on the original ancestral and geo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bonds based on collectiv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 former experience is of considerably strong features of partial and
split organization，whos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levels of interpersonal intimacy has difficulty in functioning in the
public society; the latter experience shows passive connection，hinde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ctive identity and belonging
based on autonomous choices made by members of the society． Therefore，although the“job”of social integration is don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the“reasons”lie in the field of macro-structure． It appears to resort to the managerial philosophy，yet
in essence it is searching for shared interests of member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values． The key
to the issue is the building of public system． This mechanism relies on the sel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eople． If tradition-
al experience is not required to face public choice，it is difficult to provide ready-made models for integration issues in
today's heterogeneous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 construction; social integration; connecting bonds; tradi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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